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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空间效应分析 

李春根 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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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8—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划分调剂前后各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和人均当期结余等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为调剂“输出”地区，东北地区为最大调剂“输入”

地区；中央调剂制度对省份间“正向调剂”主要作用于东北三省，“逆向调剂”主要作用于东部地区。调剂前后，

省份等级变动以向上为主、向下为辅。为更好实现中央调剂制度与全国统筹制度的有效衔接，应明确责任分担和激

励约束机制，增强制度规范性；夯实信息平台构建，提高省域协同性；做大养老保险“蛋糕”，保障基金可持续性；

分好养老保险“蛋糕”，提升制度公平性。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 空间效应 全国统筹 

【中图分类号】：F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9-0143-12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区间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口流出地区老年

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黑龙江省 2013年首次出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2016年首次

出现基金累积结余“穿底”，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运行遭受严重冲击。我国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省份之间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为有效缓解省份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发展失衡问题，实现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围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加适度的养老保险制度目标，国务院于 2018年建立并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以下简称“中央调剂制度”）。 

中央调剂制度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给付压力？是否有助于促进地区间公平？呈现何种空

间特征？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的实施和推进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养老保险统筹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过低，违背了“大数

法则”的原理基础[1,2]。提高统筹层次，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互补、共济作用，推动基金的可持续运行[3,4,5]。 

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省级统筹迈向全国统筹的“第一步”，自政策出台起，就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与重视。由于目前政策实施年限较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产生的影响机制、调剂效用和最优调剂比例的选取，以及探究对

地区不平衡的影响，进行政策评估、设计优化方案及实现路径等方面。薛惠元和储怡安从中央调剂金的上缴额、下拨额、受益条

件等方面探寻了制度运行机制，分析得出职工平均工资、在职应参保人数以及退休人数是影响省份是否受益的重要因素[6]。朱恒

鹏等认为，中央调剂制度是在当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安排，蕴含着动态调整机制，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可依靠相关指标对地

方政府产生激励作用
[7]
。金银凤和史梦昱以 2000—2017 年各省份养老保险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空间杜宾和因子聚类模型，模

拟研究发现调剂制度对其他地区的养老金替代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能够提高地方养老保障发展水平[8]。毛婷通过构建

人口预测和养老保险精算模型，从增量效应和存量效应两个方面评估中央调剂制度，研究发现制度实施过程中会出现“逆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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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现象，并不能解决全国养老金总量失衡问题[9]。石晨曦和曾益基于精算原理，运用泰尔指数分析八大经济区域调剂金制度改

革情况，研究发现提高上解比例会增加区域间省级差异，缩小区域内差异[10]。郭秀云和邵明波认为，随着上解比例不断提高，中

央调剂制度的省际再分配能力随之上升，但效应力度在减弱
[11]
。汤旖璆等基于 Logistic人口预测模型，在二元政策背景下，研

究发现中央调剂制度能够有效“对冲”社保缴费率下调的负面影响，缓解养老保险财政负担[12]。彭浩然和王琳琳从“补缺口”

和“公平”两个角度，提出最优的中央调剂金比例为 5%左右[13]。李明桥基于公平性与可持续视角，研究发现中央调剂制度最优

上解比例可分解为体现跨省域调剂的公平性和提高基金的整体可持续性两大部分[14]。张勇以 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

研究发现调剂数额与省份抚养比和工资水平存在相关性，调剂金制度有助于缓解区域差异[15]。陈元刚等通过构建省级层面的人

口规模预测和基金收支精算模型，研究发现中央调剂制度有效调整了各省份之间的养老金分配，减少和均衡了省际养老金负担
[16]。范维强等通过模拟预测 2020—2050年各省份养老金累计赤字情况，对中央调剂制度提出上解和拨付两种优化方案[17]。孙维

认为可以从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省以下的基金收支责任考核、动态提高中央调剂比例、加强国有资本划转社

保基金长效机制等方面，促进全国统筹的“渐进式”改革[18]。 

现有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央调剂制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央调剂制度进行理论阐释、机制分

析、方案设计等，为中央调剂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提供了参考；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数据测量和预测模拟，分析了中央调剂制

度的地区效应和最优调剂比例等。但模拟方法或构建模型的不同，导致实证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最终结论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不

强。对于中央调剂制度的地区均衡作用，多数文献主要使用制度实施之前或预测精算的模拟数据，而非官方公布的实时数据，导

致最终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分歧，本文在梳理中央调剂制度的实施背景和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借助财

政部预算司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比分析 31个省（区、市）调剂前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与人均当

期结余状况，探究中央调剂制度的空间效应及政策效果，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和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二、中央调剂制度的实施背景与基本结构 

（一）实施背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止，统筹层级不断提升，已由最初的县级统筹过渡到

省级统筹，目前正积极向全国统筹推进。 

基于“六个统一”1 统筹标准，2009 年全国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已逐步实现省级统筹或建立省级调剂制度[19,20,21]，为迈向全

国统筹提供了制度基础；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为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奠定了法律基础 2；在之后的国

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均提出要“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要尽快

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2018年 6月，国务院提出“建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并于 2018年 7月 1日正式

实施。我国最终选择实施中央调剂制度，而不是直接实现全国统筹，具有其特定的背景与考量。 

1.基金支出压力不断加剧 

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数达 1.30亿人，占总人口的 10.46%;65岁以上人口规模达

0.88亿人，占总人口的 7.10%。参照联合国老龄化程度新旧划分标准，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后，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截至 2017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达 1.58亿人，占总人口的 11.4%。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我国陷入未

富先老、未备先老、快速老龄化、超大规模老龄化的困境，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给养老保险基金支付造成了巨大压力。2017 年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支出达 38051.54 亿元，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下降至 13.84 月 3。基于大数法则原理，提高

基金统筹层次，有助于扩大保险覆盖面、提升基金保障效果、降低基金运行风险和压力，实现基金更加高效化和持久化运行。 

2.省份间基金收支水平差异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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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经济发展、流动人口、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财务不平

衡问题，省份间基金规模差距不断扩大，结构性矛盾不断上升，特别是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基金赤字风险压力不断增

大。以 2017年数据为例，基金当期结余“收不抵支”省份达 6个（辽宁 343.83亿元、吉林 2.83亿元、黑龙江 293.65亿元、山

东 69.38 亿元、湖北 70.63 亿元、青海 7.91 亿元），黑龙江累计结余“穿底”规模较 2016 年进一步扩大，达 486.21 亿元。与

此同时，东部地区却积累了庞大的结余基金，其中广东结余数额最高，2017 年当期结余为 1559.00 亿元，占当期全国总结余的

29.65%；累计结余为 9245.10 亿元，占全国累计总结余的 21.07%4。现行的省级统筹制度不能满足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无法实现基金省际“互补”。因此，亟须提高统筹层次，使养老保险更好地发挥省份间“共济”作用。 

3.制度“碎片化”程度较高 

各省份虽已初步实现省级统筹或建立省级调剂制度，但基于当地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状况，实行了不同等级的缴费

基数和费率标准，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分割依旧明显，制度“碎片化”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缴费标准

的“碎片化”。尽管国务院明确了个人与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但各省份为吸引企业和人才落地，在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比例设

置上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省份间实际缴费率最高相差近 30%（最高为山西的 36.10%，最低为广东的 9.16%)[22]。二是监管体制

的“碎片化”。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涵盖多个部门，组织结构相对冗杂，且非均衡分布在市、县管理机关，导致管理

分散化、职责不清、管理效率不高。三是养老待遇的“碎片化”。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各地区现存的城镇职工个人与公

共养老基金“储蓄池”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现行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将致使发放金额迥异。提高保险统筹层次，有助于提高

基金管理效率，引导制度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打破制度省际界限，促进不同职业群体在省际流动。 

4.央地责任需进一步明确 

中央政府是制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主体，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实施具体方案。鉴

于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与发放均由地方财政负责。由于各省份的经济和人口状况不同，部分地区的养老保

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在目前省级统筹体制下，多余差额将由省级财政承担主体责任，中央给予适当补助。一般而言，统筹在哪

个层次，哪个层次就负责兜底[23]。如果直接实行全国统筹，承担补贴的责任主体将是中央政府，这一方面会直接加重中央财政负

担，另一方面容易产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中央的现象。与此同时，对于制度转型前省际基金长期存在的“历史债务”和“结余富

裕”难以一次抹平，“历史债务”的承担主体难以确定，省份间利益诉求难以短期协调，易造成央地矛盾。 

鉴于现有国情和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直接实行全国统筹难度较高，我国最终确立对养老保险采取“渐进式”改革方案，即

先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待条件成熟后，再过渡到全国统筹。中央调剂制度的确立是对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一种完善

与补充，是从省级统筹迈向全国统筹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24]。 

（二）基本结构 

中央调剂制度的主旨思想是均衡省份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增强基金抗风险和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该制度

遵循大数法则原理，由中央财政建立差额缴拨的“资金池”，视地方基金预算和支出缺口状况进行分类分层补缺，实现省份间基

金适度调剂。调剂金制度结构主要分为上解和拨付两大部分。 

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 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上解额基数，上解比例由 2018年的 3%起步，逐年提高，2021年上解

比例已上升为 4.5%。具体见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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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i表示各省份上缴额；AWEi表示统计部门提供的各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NIPi表示

各省份在职应参保人数，暂以在职参保人数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就业人数的平均值为基数核定，将来条件成熟时，以覆盖常

住人口的全民参保计划数据为基础确定在职应参保人数；R表示上解比例。由上缴额公式可以看出，各省份上解额差异来源于职

工的平均工资和应参保人数，且与上解额呈正向关系。参照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缴存办法，职工平均工资越高，对应缴费基数越

大；应参保人数越多，当地养老保险收入总额越高。 

拨付采用以收定支的方式，即总拨付额等于总上缴额，当年上缴的所有调剂金全部拨付到各省份，具体计算见公式（2)(3): 

 

其中，Ai表示各省份拨付额；PerA表示全国人均拨付额；NRi表示各省份当年离退休人数。由拨付额公式可以看出，各省份

拨付额只与各地当年离退休人数相关，二者呈正向关系。基于各省份老年人口结构状况，该制度更倾向于东北及中西部人口结构

失衡、老年抚养比高的省份，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省份的养老基金运行压力。 

总体而言，该项制度并未对基金“穿底”和发放困难的省份进行政策倾斜，而是采用统一的上解和下拨方案。与此同时，调

剂金并不是直接由结余较多省份向结余较少省份的简单横向转移，而是以中央为主导，基于有关指标数据，在省域间进行基金调

剂，体现了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 

三、中央调剂制度的空间效应及其分析 

2018—2021 年，中央调剂金上解比例以每年 0.5%的速度提升，调剂金总规模由 2018 年的 2422.30 亿元上升至 2021 年的

8323.00亿元 5，绝对量增加了 5900.70亿元，相对量增加了 2.44倍，年均增长率为 50.90%。随着调剂比例的上升，全国总体调

剂力度不断增强、调剂规模不断扩大。 

（一）中央调剂金的地区差异 

从中央调剂金执行数额来看（见表 1),2018—2020年，上缴额排名前五的省份均在东部地区，分别为广东、江苏、北京、浙

江、山东，且排列名次保持一致；一直处于拨付额前五的省份有三个（辽宁、江苏和浙江）；一直处于缴拨差额（输出）的省份

有四个（广东、北京、江苏和浙江）；一直处于缴拨差额（输入）的省份有四个（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湖北）。具体而言，广东

和北京表现为高上缴—高缴拨差额（输出），江苏和浙江表现为高上缴—高拨付—高缴拨差额（输出），辽宁表现为高拨付—高缴

拨差额（输入）。 

从中央调剂金执行数额人均情况来看（见表 2），2018—2020年，人均上缴额排名前五的省份除西藏外，其他均为东部省份，

其中，一直处于人均上缴额前五的省份有广东、上海、福建和北京；东北三省一直处于人均拨付额前五；人均缴拨差额（输出）

处于前五的省份均在东部地区；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一直处于人均缴拨差额（输入）前四。总体而言，北京、上海和广东表现为高

人均上缴—高人均缴拨差额（输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则表现为高人均拨付—高人均缴拨差额（输入）。 

从上缴额来看，四大地区和全国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上缴额由 2018年的 152.42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464.96亿元，增长了 312.54亿元；西部地区最低，上缴额由 2018年的 34.78亿元增长至 2020年的 107.57亿元，增长了

72.79亿元。除东部地区外，其他地区上缴额均低于全国均值（见图 1）。从拨付额来看，整体波动趋势与上缴额相似，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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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额最高，拨付额由 2018年的 126.03亿元增长至 2020年的 519.26亿元，增长了 393.23亿元；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和

全国近似相等；西部地区最低，拨付额由 2018年的 50.31亿元增长至 2020年的 126.82亿元，增长了 76.51亿元（见图 2）。从

缴拨差额来看，东部地区缴拨差额（输出）由 2018 年的 57.17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72.73 亿元，增长了 115.56 亿元；其他

地区缴拨差额均小于 0，为缴拨差额（输入）地区。其中，东北地区为最大缴拨差额（输入）地区，且数额逐年扩大，由 2018年

的 82.97亿元增长至 2020年的 395.44亿元，增长了 312.47亿元（见图 3）。 

表 1 2018—2020年中央调剂金执行数额（单位：亿元） 

年份 上缴额 拨付额 缴拨差额（输出） 缴拨差额（输入） 

 广东（370.80） 四川(187.50) 广东(237.00) 辽宁(107.90) 

 江苏(239.40) 江苏(185.60) 北京(131.40) 黑龙江（91.90） 

2018 北京（197.00） 辽宁(173.40) 浙江(54.30) 四川(88.90) 

 浙江（190.90） 浙江(136.60) 江苏(53.80) 吉林(49.10) 

 山东(169.30) 广东(133.80) 上海(51.20) 湖北(46.20) 

 广东（965.00） 辽宁(627.10) 广东（617.00） 辽宁(457.10) 

 江苏(623.00) 黑龙江(521.90) 北京(342.00) 黑龙江(432.90) 

2019 北京（513.00） 江苏(483.00) 江苏(140.00) 湖北(120.20) 

 浙江(497.00) 浙江(384.00) 浙江(113.00) 吉林(118.50) 

 山东(441.00) 山东(359.00) 福建(112.00) 四川(81.90) 

 广东(1085.45) 辽宁（745.11） 广东(645.71) 辽宁(555.58) 

 江苏(738.94) 江苏(586.51) 北京(462.59) 黑龙江(485.56) 

2020 北京(631.17) 黑龙江(580.92) 福建(168.50) 湖北(186.87) 

 浙江(593.28) 浙江(456.79) 江苏(152.43) 吉林(145.19) 

 山东(510.12) 广东(439.74) 浙江(136.49) 内蒙古（85.78） 

 

注：表中所列为当年各项数据排名前五的省份，缴拨差额（输出）：上缴额>拨付额，缴拨差额（输入）：上缴额<拨付额，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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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内为具体数额 

表 2 2018—2020年中央调剂金执行数额人均情况（单位：元/人） 

年份 人均上缴额 人均拨付额 

人均缴拨差额 

（输出） 

人均缴拨差额 

（输入） 

 北京(1168.59) 黑龙江(963.70) 北京(779.45) 黑龙江(702.33) 

 上海(1049.96) 吉林(911.41) 广东(481.74) 吉林(569.34) 

2018 广东(753.70) 辽宁(869.26) 福建(402.12) 辽宁(540.91) 

 江苏(742.19) 重庆(805.75) 上海(325.41) 内蒙古(415.81) 

 福建(734.43) 内蒙古(790.73) 浙江(188.32) 四川(349.49) 

 北京(2934.45) 黑龙江(3823.72) 北京(1956.30) 黑龙江(3171.66) 

 上海(2705.08) 辽宁(3094.96) 广东(1331.64) 辽宁(2255.95) 

2019 广东(2082.70) 吉林(2216.30) 福建(984.79) 吉林(1343.39) 

 江苏(1823.02) 上海(2038.25) 上海(666.83) 内蒙古(1046.63) 

 福建(1802.51) 内蒙古(1976.68) 江苏(409.67) 湖北(713.44) 

 北京(3550.29) 黑龙江(4115.91) 北京(2602.04) 黑龙江(3440.27) 

 上海(3120.12) 辽宁(3636.46) 福建(1403.46) 辽宁(2711.47) 

2020 西藏(2227.43) 西藏(2695.82) 广东(1323.05) 吉林(1616.46) 

 广东(2227.43) 吉林(2580.27) 上海(807.39) 内蒙古(1091.49) 

 福建(2115.19) 湖北(2394.39) 江苏(428.43) 湖北(1071.07) 

 

注：人均中央调剂金执行数额=当年中央调剂金执行数额/地区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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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四大地区及全国上缴额 

（二）中央调剂金的空间效应 

运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将 2018—2020年 31个省（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剂前后的当期结余和人均当期结余

数据，划分为高、较高、中、较低、低五个等级标准[25,26]。 

自然断点分级法运用聚类思想，基于数据中固有的自然分组，对分类间隔加以识别，可对相似值进行最恰当的分组，并使各

个类之间的差异最大化，即类内差异最小、类间差异最大。诸多学者认为自然断点分级法的优势在于通过迭代比较计算确定类间

数据断点，从而对数据中的相似值进行最有效的区分，对于少量的数据集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27]。本文在收集分析 2018—

2020年全国 31个省（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相关数据时，发现各年省份数值变化差异较大，无法选取某一固定数

值作为分界值进行分类。为更加科学地考察政策实施前后基金变化的状况，故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 

 

图 2四大地区及全国拨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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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四大地区及全国缴拨差额 

1.调剂前后当期结余空间特征 

从各年调剂前后省份的变化来看，2018 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处于高等级的省份有广东，处于较高等级的省份

有北京、江苏和湖南，处于低等级的省份有黑龙江和辽宁，处于中等级的省份数有 15个。经过中央调剂金调剂后，除高等级省

份外，其他等级均存在省份的变迁，其中，向上跃迁的省份有：黑龙江由低等级向上跃迁至较低等级、山西由较低等级向上跃迁

至中等级、四川由中等级向上跃迁至较高等级；向下变动的省份有：山东和浙江由中等级变为较低等级。2019 年处于高等级的

省份有北京和广东，处于低等级的省份有黑龙江和辽宁，处于较低等级的省份有吉林、内蒙古、山东和浙江，处于中等级的省份

有 14个。中央调剂后，除高等级省份外，其他等级均出现变化。其中，向上跃迁的省份有：黑龙江由低等级跃迁至中等级，向

上跃迁了两个等级，辽宁由低等级跃迁至较低等级；向下变动的省份有：贵州和河南由较高等级变为中等级，上海和福建由较高

等级变为较低等级，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河北、天津、江西和海南均由中等级变为较低等级，山东和浙江由较低等级变为

低等级。2020 年处于高等级的省份有广东，处于较低等级的省份有黑龙江、山东、江苏和四川，处于低等级的省份有辽宁、上

海和浙江，处于较高等级的省份有 14个。中央调剂后，各等级均出现等级变迁，其中，向上跃迁的省份有：辽宁由低等级跃迁

至较低等级，黑龙江由较低等级跃迁至中等级，湖北由中等级跃迁至较高等级，宁夏、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和湖南由较高等

级跃迁至高等级；向下变动的省份有：广东由高等级变为中等级，北京和福建由较高等级变为较低等级，河北和河南由中等级变

为较低等级，山东和江苏由较低等级变为低等级。 

2.调剂前后人均当期结余空间特征 

为更加客观和科学地反映调剂前后的状况，本文引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当期结余指标 5。调剂前后人均结余的

省份变化主要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就静态变化而言，2018—2020 年，江苏和广西调剂前后均处于中等级，安徽、云

南和贵州三省调剂前后均处于较高等级。除 2018年外，天津调剂前后均处于较低等级，山西和河南两省调剂前后均处于中等级，

西藏调剂前后均处于高等级；除 2019 年外，内蒙古、山东和浙江三省调剂前后均处于较低等级，四川调剂前后均处于中等级；

除 2020年外，陕西调剂前后均处于中等级，海南调剂前后均处于较高等级，北京调剂前后均处于高等级。就动态变化而言，从

省份数目看，呈现两头减少、中间增大的特征。具体省份变化存在正向调剂和逆向调剂两种方式，正向调剂主要表现为东北三省

由调剂前的低和较低等级，经调剂后省份出现明显向上跃迁；逆向调剂主要表现为 2019年山东和浙江两省经调剂后由较低等级

变为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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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四大地区上缴额、拨付额以及缴拨差额变化，借助自然断点分级法，分析我国各省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调剂前后基金当期结余和人均结余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从缴拨差额均值来看，东部地区为中央调剂金输出地区，东北地区为

中央调剂金主要输入地区，中部、西部地区为次要输入地区，缴拨差额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从调剂前后的基金总额来看，中央调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正向调剂”作用，表现为东部地区向东北三省和西部地

区输出，增加了东北和西部地区部分省份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总量，有效缓解了这些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负担。与此同时，

在调剂过程中也出现了调剂漏损、调剂不足、调剂过度等“逆向调剂”问题。从等级数目变化来看，每年经调剂后处于中等级的

省份数目均会减少，2020年处于两端等级的省份数目经调剂后增加。从省份变化来看，2019年西藏、青海、宁夏等经济欠发达

省份由调剂前的中等级下降至较低等级，浙江和山东调剂前处于较低等级，经过调剂后下降至低等级；2020 年江苏调剂前处于

较低等级，经过调剂后下降至低等级。 

从调剂前后的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看，三年各省份等级变化以“静态”为主、“动态”为辅。其中，东北三省存在“正

向调剂”作用，等级由低和较低等级向上跃迁 1—2个等级，山东和浙江存在“逆向调剂”作用，由较低等级向下变动至低等级。 

由上述结论可知，2018 年以来，我国中央调剂金上缴规模不断壮大。从省际调剂效果来看，该项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有效缓解了东北及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与此同时，在调剂过程中仍存在调剂漏损、调

剂不足、调剂过度等“逆向调剂”现象。 

2022 年 2月 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自 2022 年 1 月起，我国正式启动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

度[28]，标志着长达 20多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最初的县级统筹正式向全国统筹迈进，迎来了从地区分割迈向全国统

一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保障要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可以允许一定时期内存在区域间社会保障水平上的

差异，但不能动摇统一制度的目标，不能自行其是、搞变通[29]。全国统筹的实施意味着中央调剂制度已完成其阶段性历史使命。

为更好地实现中央调剂制度与全国统筹的有效衔接，这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明确责任分担和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制度规范性。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是二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是国家为人民谋福利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是社会保障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事关

社会大局稳定，关乎人民切身利益，有利于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共同富

裕。在“全国一盘棋”的背景下，为保证全国统筹的有效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进一步厘清责任划分、强化责任落实。首

先，需要健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法律基础，成熟的法律体系有助于提升制度的规范性和预防性。其次，参照目前我国社会保险

基金行政监督办法，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在全国统筹背

景下，建立中央统一管理机制，配套设立行政监督和基金监督部门，实行垂直管理，能够提高基金的管理力度和效度。最后，借

鉴我国省级统筹与国外相关经验[30,31]，下一阶段实施的全国统筹政策，基金收支将由中央政府负责，弱化了地方征收积极性，在

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养老保险收入降低，且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需要制定地方财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效机制，在中央

财政对地方补助力度不降低的前提下，建议由地方负责基金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补贴结余缺口。明确激励约束考核机

制，防止养老金结余薄弱地区产生依赖心理、养老金结余富裕地区产生消极心理，警惕“搭快车”和“鞭打快牛”现象的产生，

避免产生逆向刺激作用。 

第二，夯实信息平台构建，提高省域协同性。2020年底，31个省（区、市）均已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省级统

收统支，解决了省内地区间基金负担不均衡问题，为全国统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夯实信息平台成

为全国统筹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必然选择。应依托“金保工程”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打破数据“孤岛”，搭建全国养老

数据库，使个人参保信息透明化，构建统一的养老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动态监控。数据的真实性是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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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基于我国现行的基金预算管理体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依旧面临少缴、漏缴等问题。夯实信息平台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做

细实际缴费人数和缴费基数，实时把控各省份具体的退休养老人数、应参保人数、职工平均工资等数据变化，提升全国统筹制度

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有利于解决流动人口“输出地”和“输入地”养老保险关系衔接问题，地方政府可借助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与业务协作，优化经办信息化流程，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异地养老生活质量。 

第三，做大养老保险“蛋糕”，保障基金可持续性。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后，中央财政将承担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的兜底

责任。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叠加社保“双降”政策的推进，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削减效应不断增强，基金

支出规模将持续扩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2021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为 48075 万人，当期结

余达 3540.1 亿元，累计结余 5.19 万亿元，可支付月数为 11.01 月 6，相较于 2020 年下降了 0.3 月，基金由区域性收支不平衡

转为总量收支不平衡。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六稳”，落实“六保”，特别是居民就业和基本民生，

成为养老保险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全国统筹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精准识别应参保而未参保的人群，进一步增加我国参保人数，

扩展养老保险覆盖面，重点针对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加大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逐步实现法定人

员全覆盖参保计划；另一方面要拓宽养老基金来源[32]，合理调整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多元化养老保险体系，划转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用人企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提高养老保险第二支柱覆盖率，推动以

个人养老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支柱养老政策落地，充分发挥养老保险三大支柱功能，协调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事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第四，分好养老保险“蛋糕”，提升制度公平性。实施全国统筹，有助于缓解区域间结构性矛盾，增强基金的抗风险和可持

续能力。由中央调剂制度的发展实践可知，实行“一刀切”的调剂比例和方案，并不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因此，建议在全国统

筹制度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基金累计结余、老年抚养比等情况，采用差异化的指标参数，避免产生新的

不公平问题。同时，现行的中央调剂制度并未充分考虑各省份基金累计结余状况，不利于制度的可持续，为此，建议在全国统筹

制度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基金当期结余状况及现有指标，并适度涉及基金的累计结余等相关指标。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养

老负担较重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可以享受适度的倾斜性政策，如提供税收优惠和专项补助

等，吸引企业落地和人才回流发展，激活地区经济发展动力，缓解基金亏空省份的财政压力，由“输血式”补助转换为“造血

式”补助。同时，运用模拟精算和动态预测等方法，选取更多能综合反映省级特征的关联指标，如制度赡养比、基金可支付月数

等，设计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阶梯式”调整机制，提高基金利用效率，有效规避风险，防止出现“逆向调节”等问题。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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